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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救助在权利上理应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救助项目当逐步齐全，救助标准要适当适宜。改革开放

以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政府坚持基本生活救助为主，分类实施整合社会力量，逐步建立

起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新型城乡居民救助制度，并逐步拓展到五保供养、教育、医疗、住房以及临时救助，救助

人数众多，救助标准不断提高，救助项目持续扩大，救助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适应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还面临着救助项目偏向于资金救助而服务类救助略显不足，

救助方式上偏向于单项救助而综合救助较为不足，社会救助的科学性不足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要

将传统互助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救助事业，探索建立以救助对象为主的综合救助办法，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救助机

制，形成城乡整合的社会救助办法，推进社会救助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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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为解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让每个人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了最初的保障

形式，通过各种类型的救助可以将单一的个体凝聚成社会整体，促进社会的形成、演进与发展。民

族国家诞生后，社会救助逐渐演变为统治者恩赐子民的手段以及承担的责任底线，任何一个民族国

家，无论采取何种统治形式，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他总会给出自己的社会救助项目、救助类型及

救助标准，开展各自的社会救助活动。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极大丰富、社会保险制度

日益完善与健全的现代社会，社会救助便制度化地存在并与社会“功能一体”，甚至演变为统治合

法性的重要标识。离开了社会救助，社会必将陷入排斥、冲突与对抗中; 不开展有效的社会救助，统

治将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加强社会救助建设，守住社会的救助底线，

促进社会和谐建设。

一、社会救助的内在规定性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 1601 年英国的《济贫法》，从此之后，社会救助就逐渐成为现

代国家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以及养老保险等制度最初就是从行业性以及地域性的医

疗救助、互助养老中拓展而成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制度安排，社会救助由此成为其他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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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头，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社会救助理应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救助是把人与他人结合成群体的基本要求，是个

体走向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人们应对各种自然与社会风险的主要抓手。任何人只要在最基本的

生活需求获得方面遇到困难并危及自身的生存安全，那么他就应该获得解决最基本生活需要的社

会支持，以确保社会的运行能够持续下去。因而，社会救助应该面向全体社会成员而不仅仅只是特

定的社会个体，所有社会成员而不只是某些人才有资格获得社会救助，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总

是针对特定对象。对现代国家而言，如果救助对象不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那么这样的救助最多只

能被称为宗族、行业及部门内部的“互助”，就不能被称为社会救助。因此，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全

过程看，这种给予全体社会成员以救助资格，社会救助的对象采取普遍主义而不是选择主义，是基

于社会运行及社会结构的需要，是阿兰·图海纳所说的帮助掉队的人们“重新回到人生马拉松赛

道上”的需要，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抽象物”的需要①，而绝对不是马歇尔、
蒂特姆斯等人所说的“公民资格”或“公民权益”。

二是社会救助项目齐全。社会的发展推动着人的基本需要的变化，进而推动着社会救助项目

的扩大与延伸，因此，项目齐全成为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尽管物质生活资料是人最基本

的生存需要，也是社会救助最为重要的项目，但实际上，人的最基本生存需要绝不仅仅只是物质生

活资料。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补充与扩展。从层面上

看，社会救助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还要逐步包括资金、服务、精神以及心理等所有层面的需要; 从

领域上看，不仅包括就业、教育、住房，还要涉及养老、医疗以及照护等涉及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各

个领域; 从层次上看，社会救助既要有较低层次的生存救助项目，也要考虑到较高层次的、促进人的

发展的救助项目。这意味着社会救助项目要能够涵盖人的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各个方面乃至全部方

面，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否则，如果救助项目不够齐全甚至有所缺失，

就不能解决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需要问题，自然就无法实现社会救助目标。
三是社会救助标准适宜。救助标准是社会救助的核心内容，救助标准过低，不能解决救助对象

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乃至生存需要; 而救助标准过高，不仅增加财政及社会的负担，还会引发反向激

励效能。因此，社会救助标准要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救助对象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相宜，满足

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与整个社会大众的期待相宜。这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救

助制度的建设初衷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借助于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系统，发达国家通常将

救助标准划定为这个国家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 40%—60% 区间。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信用系统

尚未健全，采取与居民收入比重相挂钩的方法不够精准; 另一方面，社会救助主要解决人们生活必

需品不足的问题，因而应该紧扣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价格; 另外，我国各地公布的八种基本商品消费

价格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密切相关，因而可以采取与居民八种基本商品消费价格占比相衔接的方

法来加以测量，从而让社会救助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用社会保险去解决民众基本的生活

需要，进而形成完善的纵向社会保障体系。当然，由于人的最基本生活需要总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特别是八种基本商品消费价格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社会救助标准也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
四是社会救助权利保证。当今社会，社会救助越来越被当成一种制度化的无条件福利资源供

给，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赋予了公民的被救助权利。但是，社会救助被当成一种“权利”并非从来

就有，而是历史性生成的。民族国家产生以前，社会救助更多的是一种自发行为，是人作为社会群

体一员的本性需求与本性使然，因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

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②。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社会救助成了民众因为让渡了自己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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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而获得的一种必要补偿，获得救助成为统治者为获取统治权而做出的庄严承诺，因而，对社

会成员进行救助就构成统治者取得统治合法性的社会依据与表征，而绝不是什么“仁慈”与“恩

赐”。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以马歇尔、蒂特姆斯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政策科学家们把社会福

利当成公民的社会权利，社会救助自然就成为这项社会权利的基础部分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各

国政府也纷纷响应，将社会救助当成政府的责任积极建设福利国家，以此强化结构的稳定与社会的

和谐，减少社会运动特别是对抗性社会运动的发生，社会救助由此就成了民众的权利以及政府的义

务。

二、社会救助的中国成就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旋即成立救济总会实施以恢复生产、巩固政权为主旨的紧急救济，有效

地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困难问题。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社会救助由紧急性救济转向

经常性救济、由统一救济向城乡分别设制救济的转变。1978 年，中央恢复成立民政部开展城乡社

会救济工作，探索农村定期定量救济，完善农村五保供养救助，开展对“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孤

老残幼和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生活有困难的”等 20 多种类型的城市居民进行救济。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生活无

着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城镇贫困人口迅速增加，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新型城乡居民救助制

度应运而生，并逐步拓展到五保供养、教育、医疗、住房以及临时救助等领域，着力为困难群众铸就

了一张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确保救助更加精准有效的“社会安全网”①，社会救助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
第一，救助人数众多。我国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贫困人

口数量为 7． 7 亿人，其中，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就达到 2． 5 亿人。为了扎实开

展社会救助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政府实施了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确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甄别低保救助对象，到 2012 年末全国共有需要救

助的城市低保人口 2143． 5 万人，农村低保人口 5344． 5 万人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加重视社

会救助工作，通过实施精准救助，城市低保人口下降到 1261 万人，农村低保人口下降到 4045． 2 万

人③。不仅如此，政府和社会各界还根据低保人口以及其他特困人员的具体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

救助，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救助人数众多、救助标准确定、
救助成效显著的特性，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救助人口最多的社会救助制度与策略措施。

第二，救助标准不断提高。救助标准不仅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财政支付能力

有关，也与生活在这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消费水平特别是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有关。改革

开放以前的 30 年，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人均 GDP 位居世界 120 位之外，整个社会处于普遍贫

困状态，城市贫困标准仅划定为每人每年 100 元，农村只开展灾害救济以及临时救济，救济标准极

其低下。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经济，着力改善民生，

设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救助标准，城市低保救助标准每人每月从

2002 年的 52 元上升到 2012 年的平均 330． 1 元，并快速提高到 2017 年的 540． 6 元，年均增幅达到

16． 9% ; 农村每人每月低保救助标准从 2012 年的平均 172． 3 元迅速提高到 2017 年的 358． 4 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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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增幅达到 15． 77%，救助标准提升幅度远超过同期 GDP 以及人均纯收入增幅。救助标准的提

高意味着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加大。据统计，仅城乡低保这一项，2002 年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

108． 7 亿元，2012 年上升到 1392． 3 亿元，到了 2017 年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 1692． 3 亿元。
第三，救助项目扩大。救助项目与人的最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因而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总体上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最基本需要就会不断地扩大，推动

社会救助项目不断地增多，最初可能只是开展有限的物质性救助，现在则将服务性救助项目涵盖进

来，体现着社会救助项目的便捷性与“为人性”; 最初可能只是食品、衣服、居住、医疗等生存性项目

的救助，现在则可能拓展到教育、就业乃至法律援助等发展性项目的救助，体现着社会发展的人文

性及价值性; 最初更多地只是物质生活救助，而现在可以拓展到生活服务以及精神服务乃至康复护

理等领域的救助，体现出社会救助项目的拓展与延伸。建国以后，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救助事业的开

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源与条件，党和政府逐步完善社会救济制度，实施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

障、就业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法律援助、临时救助以及针对农

村居民的五保供养制度，凡是涉及民众最基本生活需要的项目从无到有、从不齐全到逐渐齐全地建

立起来了。不仅如此，政府还深化社会救助改革，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推进城乡统筹、项目整合、门类

齐全、程序规范及资金来源稳定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体现了以保障民生为宗旨的社会救助项目以

及社会救助事业的一般发展规律，展示了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伟大成就，创造了堪称人类社会救助

历史上伟大奇迹的中国模式。
第四，救助机制完善。社会救助是党和政府解决群众基本生活困难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兜底性

和托底性民生事业，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救助目标的实现需要依靠良好的实施机制、激励

机制、监督机制和保证机制，他们是社会救助事业得以顺利开展的抓手和重要保证。建国以后，随

着社会救助强度与投入力度的加大，一些地方出现了社会救助对象资格认定不够准确、不太规范，

社会救助标准的制定与调整比较随意的问题，个别地区挤占、挪用和截留社会救助资金现象、社会

救助监管无力等问题十分突出，制约着社会救助事业的持续发展。为此，各地根据变化了的救助实

际，以人口与收入信息建设为载体整合各类资源，精确确定救助对象; 根据救助对象就业与收入变

动情况，适时调整救助资格、救助项目及救助标准; 探索社会救助标准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

居民收入及当地八种商品消费价格之间的变动关系; 试点整合社会救助工作各机构，整合社会救助

与精准扶贫，整合社会救助中所涉及的各个部门，在凝聚社会救助合力的同时强化社会救助的有效

监管。逐步形成了社会救助标准的调整机制与退出机制以及社会救助工作的监督机制与保障机

制，努力推进社会救助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总结建国 70 年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我们可以形成以下三条基本经验。
首先，坚持基本生活救助为主。社会救助是一项托底性民生事业，开展社会救助就是要找准需

要救助的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需要项目有哪些，救助标准确定在何处，这个救助标准能否解决救助

对象基本的生活需要，依据这个救助标准能否涵盖所有应该获得救助的社会成员。70 年来，无论

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无论需要救助的人口总量及结构怎样变化，各级政府始终把救助民众的基本生

活当作根本任务，不步西方国家高福利的后尘，而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实施以解决基本生活需

要为目标和任务的救助水平，并根据基本生活需要的变化适时调整救助标准，确保救助对象能够生

活在这个社会上而不被社会所抛弃。
其次，坚持分类救助后的整合。建国以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了城乡、区域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而有所缩小，相反却一直延续

下来，由此形成了城乡二元有别、分类实施的社会救助体制、救助模式、救助项目、救助办法及救助

标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快社会救助对象、救助类别、救助项目及救助标

准的整合，在将原有的社会救济制度整合为社会救助制度基础上，把原来分属于城镇及农村居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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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制度整合为城乡居民社会救助制度，形成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以及教

育救助制度，进而形成城乡整合、相互衔接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持续发展。
再次，坚持政府与社会相结合。从历史上看，社会救助发轫于民间，为民族国家所采纳，成为现

代国家的标志，成为实现统治职能的抓手和确证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但是，这并非说社会救助事业

社会就可以“缺场”，恰恰相反，社会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在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救助合力，才

能扩大救助资金，丰富救助资源，实现更加精准救助。基于此，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到社会救助事业中去，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精准化地帮助救助对象，

鼓励各街道乃至社区成立爱心超市，为辖区内救助对象额外提供免费的物资，以改善其生活境遇，

同时出台《慈善法》鼓励个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救助，推进救助主体的多元化，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

救助主体，充分佐证了“精准扶贫的正当性”与客观有效性①。
最后，坚持救助与增能相统一。在 70 年的社会救助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救助不是最终目的而

是促进救助对象融入社会、实现自身发展的手段。这表明，救助不只是一种物质或资金上的供给，

而应该是一个以提升能力为导向的综合救助。为此，党和政府在开展社会救助、确保解决救助对象

基本生活的同时，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技能培训，以增强其就业能力与就业本领，实现救助与

增能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挑战与展望

回望过去 70 年中国社会救助的建设历程，我们在总结基本经验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适应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还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救助项目上偏向于资金救助，而服务类救助略显不足。随着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增

长，救助对象已经不满足于解决基本生活特别是最基本生活这一单一性需要，他们还需要提高自身

的生存能力与生活本领，需要增强自身的社会融入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救助对象提供相

应的服务，以增强其“自主性”。高夫也认为，“自主”是人的基本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②，他是人的

发展的前提。可是，现有的社会救助项目都偏向于物质、资金方面的救助，偏向于项目救助，而缺乏

职业教育服务、就业服务以及技能提升服务方面的救助; 偏向于养老资金的发放、养老机构及场所

的提供、医疗救助资金的补偿，而缺乏养老服务特别是日常照护服务以及康复护理服务; 偏向于自

上而下的资金及政策输入，而激发救助对象摆脱贫困状态的内在动力不足、成效不明。一句话，以

往的社会救助没有将“救”和“助”有机统一起来，更多地是“救”而较少地介入到“助”，没有做到以

“救”为载体“助推”救助对象重新融入社会，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是救助方式上偏向于单项救助，而综合救助较为不足。人的基本需要是一个综合整体，引发

人的贫困原因多样，单一因素引发的贫困以及由此需要给予救助的民众相对较少，更多地需要给予

救助对象全面而综合的救助。一段时期以来，社会各界尽管重视社会救助，但偏向于城乡分别救

助，将救助对象人为地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对待，却无法应对人口迁移与流动后的人口

实际生活情况; 偏向于各部门独自分担一个项目开展分别救助，而较少地将各个部门整合起来协同

救助; 偏向于以部门或机构为中心，根据部门或机构的设置、职能开展救助，而较少地以救助对象为

中心量身打造进行总体的综合救助。其实，对于一个救助对象来说，他的基本需求往往是综合的、
多样的，引发其贫困的因素是多维度的而不是单一的。

三是社会救助的科学性仍然不足。社会救助事业涉及救助对象的确定、相应待遇的提供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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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帮扶措施的提供，因而是一项追求科学化并需要精确化与科学化的民生事业，否则会导致应救

者不能尽救、不应救者却被救局面，削弱社会救助制度的严肃性、科学性。从实际情况来看，有的地

方救助资格认定不合理、不科学，有的甚至带有污名化倾向; 有的地方仍然沿用以人工观察为主的

财产及直接收入认定方法，而忽视大数据以及其他更为精准的识别与认定方法; 一些地方总是认为

救助标准偏低，但社会救助的标准如何测算、如何动态调整并使之科学化、可持续化办法不多。这

不仅影响了社会救助对象识别的科学性，而且影响了社会救助事业的科学性。
四是社会救助的实施机制不健全。社会救助要想顺利实施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机制，这是确保

社会救助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长期以来，我们在开展社会救助过程中尽管探索出一些办法

来，有些办法还比较管用，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很多实施办法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化了的

社会救助工作实际。例如，各地在实施社会救助政策时更多地注重救助资格的严格审核与控制，而

救助对象一旦获得救助后缺乏救助待遇的最长获得时间，甚至一些被救助者已经不符合救助条件

了但仍然继续获得救助待遇，产生“免费的午餐”心理，从而容易形成“福利依赖”。再如，有的地方

虽然制定了退出机制，但是这种退出机制过于刚性和强制性，而缺乏必要的柔性与弹性，被救助者

一旦就业，哪怕工资极低的就业就被告之要立即取消救助待遇。又如，从保障机制来看，整个社会

不仅缺乏一部《社会救助法》，而且整个民生领域内立法的综合性及统领性不够，主要是现行的法

律没有从社会保障高度去统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慈善，而是各自独立地出台法

律，这反过来弱化社会救助的法律地位，不利于社会救助事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昭示着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要

不断深化改革，积极建设一种适应救助对象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救助事业，努力形成更加

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救助体系。
一方面，将传统互助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救助事业。注重社会互助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古人

十分重视通过家庭、亲属、宗族以及村落内部熟人间的互助开展生老病死及教育等互助活动，孟轲

就曾经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①，这应该是倡导邻里之间守望相助、开展

社会救助的最早表达形式之一。这种强调熟人之间的互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内

化在人们的社会救助行动中，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已的重要因素。当前，人类早已迈进工业社

会，我们业已建成了陌生人救助体系，但传统的救助文化与救助方式仍然可以融入其中并发挥功

能，它不仅可以丰富社会救助形式，而且能够增强社会救助对象识别、救助项目提供以及救助方式

选择的精准性，切实提升社会救助的质量，弥补政府及社会组织开展救助的缺憾。实际上，将互助

融入救助中才能真正体现作为“救”和“助”相统一的社会救助行为的真谛。
另一方面，探索建立以救助对象为主的综合救助办法。从本质上讲，各种救助项目的提供、救

助标准的设定以及救助机制的提出都是为救助对象所服务，而救助对象及其家庭的基本需求往往

各不相同，不仅包括物质的、资金的，而且有可能包括服务的、精神的，甚至还包括思想观念等各个

方面，涉及众多政府部门及社会机构，他们很少只有单项的救助需求，依靠单一部门提供救济难免

挂一漏万。这就需要变革以往的以救助单位为主体的救助思路，采取以救助对象为主体整合其各

种基本的需要，然后由政府或社会整合各方力量分析他们何以成为救助对象的原因，他们的基本需

要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并对其基本的需要提供一套综合性的救助方案，做到一户一策、一人一策、精
准救助，全面解决救助对象的难题，真正实现“救助一户脱贫一家”这一较为理想的社会救助目标。

同时，探索更加科学规范的救助机制。要设定获得救助项目与就业技能培训结合起来，任何人

获得救助后，只要其身体健康都要参加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增强其社会适应与社会融入能力。
也要设定获得救助项目与领取救助待遇的最长时间，在此时间范围内组织救助对象开展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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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增强他们的劳动就业本领，以便解决那些本来完全可以就业就是不愿去就业、进而形成救助

养懒汉的窘境。当然，对于个体或家庭收入已经不符合继续救助、需要退出的那些人员要建立社会

救助退出机制，采取逐步减少救助项目、稳步降低救助待遇的办法，形成柔性退出机制，避免刚性退

出后很快陷入再度贫困状态中。还要建立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探索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

心的社会救助标准与地方人均纯收入以及八大类消费支出之间的变动关系，常态化、制度化地调整

社会救助标准，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救助标准变动的人为性，切实解决救助对象的最基本生活需

要。
最后，建立城乡整合的社会救助办法。城乡整合涉及救助理念、救助对象、救助项目及救助标

准的衔接与整合。城乡整合就是要将社会救助对象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任何人只要其收入或生

活状态到了某种程度就被纳入救助范围中，使社会救助成为民众的基本权利与作为社会成员的资

格; 城乡整合就是将城乡居民作为享有同等救助资格的主体，去完善现行的各种社会救助制度与政

策条款，避免生活在同一区域内因为户籍不同而设置不同的救助项目和救助标准; 城乡整合就是要

整合业已分设的城乡救助项目与救助标准，形成统一的城乡社会救助项目，稳步缩小城乡救助标准

和补助水平并最终达到一致。

［责任编辑: 萧 景 jdxbshehui@ 163． com］

041

济 南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济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willingnes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elderly support dependent and individual lifecycle on
elders’ outward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based on sample survey data in Hu Bei Province.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elders’
outward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is suppressed by elderly support dependent to land in one hand, i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end of individual lifecycle, Rural elders’ outward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Elderly support
dependent to land is primary cause to influence rural elders’ outward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Elderly support dependent
to land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rural elders’ outward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Individual lifecycle is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rural elders’ outward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With the growing age of rural elders, they are more and more will
to outward transfer land. Moreover, individual lifecycle’s influence on rural elders’ outward transferring willingness is
depended on low elderly support dependent to land.

The Development and Outlook of Social Assistance Scheme in the past 40 Years Applic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GAO Herong
Social assistance should support all social members. Assistance items should be complete gradually. Assistance

standards should be appropriate. Si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government resists on taking
basic living assistance as main assistance and uniting all power of the society to establish new assistance system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entered with subsistence allowances gradually to sui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government assistance also expands to five guarantees, education, medical treatment, housing
and temporary relief.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included into social assistance scheme, assistance level is more and more
high, assistance items are more and more wide, and assistance system is more and more perfect gradually. Social
Assistance Scheme has realized historical achievement. However, in order to satisfy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China’s social assistance career exists some problem, such as assistance items prefer to finance assistance and
lack of service assistance; assistance methods prefer to single assistance and lack of general assistance; social assistance is
not enough scientific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Therefore, we should put traditional mutual assistance
culture into modern social assistance career to explore comprehensive assistance methods centered with assistance objects,
to establish more scientific, normative assistance mechanism, to achieve combination of town and country social assistance
methods and to promote the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assistance career.

Research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Disabled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Tendency
GE Leilei, BAO Jin

Disabled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is a long-term concern of the society. Based on retrospect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disabled college students ‘s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his research interviews visual impaired
college students about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of employment tendency in Beijing, and uses grounded theory’s coding
scheme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o give according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It’s Premise, Limit and Path
QIAN Jilei

The rural governance idea combining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and autonomy is the deepening and sublimation of the
thought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However,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is the premise of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and autonomy.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d how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cannot be simply given a positive or negative answer.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its application, and then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specific level of the combination of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virtue and its application limit, and finally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path of its realization.

（翻译：潘肖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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